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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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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基于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原始社会资本、新型

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以及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

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初次非正规

就业效果明显;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通

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因此,需注重新型

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此外,
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

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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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向二三产业转

移,涌现出大量区别于传统正规经济部门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新兴经济部门”,以寻求非农就业

为目的的乡城流动人口大规模进入城镇新兴产业,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的重要补充.然而,
根据２０１７年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７»显示,目前人口流动家

庭化趋势较为明显,但是子女随同流动比例较低,保持在６５％左右[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

面,与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等宏观因素有关[２Ｇ４],另一方面,与非正规就业

已成为乡城流动人口进入城镇的主要方式有关[５].由于非正规就业游离于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体制之

外,并往往同低工资、高失业风险、高伤害率和较少的职业发展机会等低就业质量特征联系在一起,由
此导致乡城流动人口生存境遇和生活质量差,在城镇定居意愿较弱.当然非正规就业有工作自由、自
主偏好大,且能够充分发挥就业过程的比较优势[６],甚至可以看作是从事正规就业或者更好职业的

“垫脚石”[７],如果政策制度引导得当,会吸引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
关于非正规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决定就业水平的

两个重要因素,但近年来,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嵌

入性资源,是乡城流动人口职业获得和收入提高的重要途径[８].已有研究表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

核心的原始社会资本在乡城流动人口进入非正规就业的初始阶段效应明显,包括获得就业信息、争取

就业机会等[９].此后,乡城流动人口会通过“干中学”以及“学习效应”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物质资

本,当原始社会资本无法提供乡城流动人口预期就业资源时,再构建新型社会资本便成为必然.这一

过程中,作为在人口流入地以当地熟人和同事为核心的新型社会资本的作用便尤为关键[１０],在多数

情况下,这种新型社会资本在资源禀赋、社会地位、职业声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方面会优于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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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可以能动性地突破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结构制约[１１],使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乡城流动人口获

取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家庭迁移.
为了验证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之间是否存在上述作用关系,本文采用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对其进

行解析.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关于社会资本分类中,Granovetter最早提出“弱关系”与“强关系”假设,认为在找工作时,“弱
关系”比“强关系”更为重要[１２].Lin等认为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为社会阶层低的人提

供了链接高地位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１３].Coleman把现代社会中家庭和社区所提供的社会

资本定义为原始社会资本,认为这些资本有逐渐衰减的趋势,人们需要在交往活动中创造和建立新的

社会组织,用以替代逐渐失去作用的原始社会资本[１４].根据社会交往同质性原则[１５],乡城流动人口

在进入城镇初期社会资本仍以原始社会资本为主,但由于资源重复、信息量低,会限制乡城流动人口

的进一步发展,而新型社会资本是在乡城流动人口不断流动交往的过程中,将由亲朋好友老乡等组成

的原始社会资本向更宽阔的社会资本延伸,创造和建立新的社会资本,这种新型社会资本有利于乡城

流动人口经济地位的获得[１６]以及社会融合[１７],对乡城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１８].鉴于此,本
文提出假设:

H１: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影响不显著,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

移具有正向影响.

Todaro认为城市化包含农村人口从农业部门到城市传统部门(即非正规部门),再到现代部门的

过程,非正规部门充当了正规部门劳动力的蓄水池[１９].此后,乡城流动人口会通过“干中学”以及“学
习效应”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将原始社会资本向更宽阔的社会资本延伸,在乡城流动

人口通过新型社会资本突破社会结构制约,获得较高层次非正规就业后,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获得更好的职业晋升机会[２０].曹子玮研究了再构建社会网

对乡城流动人口进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乡城流动人口再构建社会网的规模与其在城镇获取的物质

资源存在正相关关系[２１].陈成文等通过统计分类得出,在乡城流动人口首次求职和目前求职两种情

况下,求职的交往对象主要为拥有新型社会资本和职业声望的本地人[２２].叶静怡等在实证分析基础

上得出,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乡城流动人口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具有正向影

响[２３].朱志胜也得出新型社会资本有助于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就业岗位和向上职业发展的

结论[２４].通过梳理上述研究结果发现,一个共同的事实是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就业层次具

有重要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一个可能途径是,新型社会资本通过获得更

高就业层次,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２: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并非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更高层次的非正规

就业,间接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理论上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作用机制见图１.

图１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作用机制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劳动力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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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DS),根据CLDS对农村户口流动人口家庭的定义“户主户口所在地在本县区其他乡镇/街道或

者本县区以外,且户口类型为农村户口,则定义为农村户口流动人口家庭”.CLDS２０１４数据中同时

设定了“主事者”角色,由于主事者往往对家庭迁移拥有一定决策权,本文采用家庭主事者就业信息.
将主事者信息与家庭信息进行匹配,获得流动家庭样本１８１９个,将家庭信息中主事者就业信息缺失

部分进行清洗,共获得有效样本家庭１５７４个.
城市层面数据综合了«中国城市统计»«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共６９个城市信息,并包括流

入地平均房价水平、流入地平均工资水平(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地区特征变量,
考虑到流动人口在进行家庭迁移决策时,当期决策受到前期宏观经济效果的影响,因此,对流入地平

均房价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滞后一期,以２０１３年数据作为基准变量.同时,为避免数据处理过程中

方差波动带来的影响,进行取对数处理.

２．社会资本测度

多数学者将“是否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获得工作”作为原始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２３Ｇ２４],在本文中,由
于绝大多数的乡城流动人口都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获得工作,在此条件下,将“主事者在流入地第一

份工作提供就业信息或支持帮助人数”作为原始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原始社会资

本的数量;将在流入地关系密切的当地朋友个数作为新型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之所以将在流入地关

系密切的当地朋友个数,而不是最近一份工作有多少人提供就业信息作为新型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是考虑到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同质性[１５],最近一份工作的就业信息也有可能是原始社会资本提

供,而利用流入地关系密切的当地朋友个数则较好地避免了上述问题的存在,社会资本分类及测度见

表１.
表１　社会资本分类及测度

社会资本类型 代理变量 指标含义

原始社会资本 在流入地第一份工作提供就业信息或支持帮助人数 进入流入地的原始社会网络

新型社会资本 在流入地关系密切的当地朋友个数 进入流入地的新型社会网络

　　３．非正规就业界定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对非正规就业定义[２５]以及参考吴要武[２６]、张抗私等[２７]学者相关研究

成果,本文对乡城流动人口中非正规就业群体范围界定为:自雇者、未进入政府监管体系的雇主、在私

营企业和正规部门的无劳动合同或无规范有效劳动合同的临时雇员.乡城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大
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群体,一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低、没有劳动保障的较低层次非正规就业者,主要以

非正规受雇者形式就业,另一种是工作时间灵活、收入较高、以雇佣形式就业的较高层次的非正规就

业者[２８].这两种非就业层次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收入水平的高低,且由于收入水平是衡量乡城流动人

口就业状态的最重要指标之一[２９],基于此,在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阶段,本文将收入水平作为非正

规就业的代理变量.

４．家庭迁移界定

家庭范围的界定是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借鉴学者吴帆[３０]研究

的基础上,将核心家庭界定为“未育夫妻”“夫妻和未婚子女”两种类型.家庭迁移在本文中,仅指核心

家庭成员的迁移,并借鉴学者盛亦男[３１]研究,根据迁移模式的不同,将家庭迁移为个人先行、夫妻同

行、若干批次先行以及举家迁移四种类型.家庭迁移类型划分见表２.

５．控制变量说明

(１)个体特征变量.年龄:年轻阶段的人群最具有流动性,往往首先选择个体迁移;进入中年阶段

后,面临照顾家庭和经济责任,带动家庭一起流动的可能性比较大.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会影响

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就业能力、获得工作机会、获取工作信息以及工作收益等方面,进而影响乡城

流动人口迁移概率.职业技能证书数量:拥有专业技能增强了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和稳定性,并可以减

少较低文化程度对获取工作机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家庭迁移的可能性.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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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家庭迁移类型划分

家庭迁移类型 具体划分 数量 占比％

个人先行
无子女,仅夫妻一人迁移 ２０３ １２．８９
有子女,仅夫妻一人迁移 １１９ ７．５６

夫妻同行
有子女,夫妻二人同时迁移 ３３８ ２１．４７

夫妻二人迁移,部分子女迁移 １４８ ９．４０

若干批次先行
夫妻一方迁移,部分子女迁移 １５９ １０．１０
夫妻一方迁移,全部子女迁移 １３６ ８．６４

举家迁移
无子女,夫妻二人全部迁移 １９１ １２．１３
有子女,夫妻子女全部迁移 ２８０ １７．７８

　　(２)家庭特征变量.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在流入地的各种社会经济成本越高,越不

利于家庭迁移.是否有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一方面,受制于户籍、公共服务限制,跨省或跨地市迁移

的乡城流动人口的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成本往往要大于迁移成本,迫使子女不得不在户口所在地接受

教育,另一方面,市内迁移(尤其是中小城市内迁移)的乡城流动人口为使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往往

会做出举家迁移的决策.因此,是否有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家庭

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乡城流动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可能性越高.家乡宅基地现值:由于城市

就业的不稳定以及土地“禀赋效应”的存在,大多乡城流动人口视宅基地为进城务工中回流的最后退

路[３２],很难无偿或低价放弃宅基地向城市搬迁.向户口所在地家人汇款数额:汇款是迁移人口与家

庭之间的契约性安排[３３],向户口所在地汇款数额较多的流动家庭与老家的联系更为密切,更不利于

实现家庭迁移.
(３)地区特征变量.迁移距离:空间距离会对家庭迁移产生一定影响,流入地与流出地距离越远,

越不利于家庭迁移.流入地平均房价水平:对于乡城流动人口而言,其较低的收入水平往往难以支付

高昂的房价,流入地平均房价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家庭迁移;流入地平均工资水平:流入地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收入平均水平,流入地平均

工资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家庭整体迁移.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３.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内容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家庭迁移模式
个人先行＝１;夫妻同行＝２;若干批次先行＝３;举
家迁移＝４

２．５５ １．０６

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

原始社会资本 ２．１２ ３．０７
新型社会资本 ３．０４ ４．５１

更高层次非正规就业 收入水平/(元/年) ８．１６ ０．６６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３９．３９ １１．９９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１;小学/私塾＝２;初中＝３;高中(含职
高)＝４;中专＝５;大专及以上＝６

３．５２ １．０８

技能证书数量 拥有技能证书个数 ０．３５ ０．９１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核心家庭成员数量 ３．６８ １．３２
是否有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 是＝１;否＝０ ０．５５ ０．４９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纯收入/(元/年) １０．８９ ０．８３
家乡宅基地现值 家乡宅基地现价估值/元 １１．５３ ０．８０

给老家所在地家人汇款金额 给老家家人汇款金额/(元/年) ４．３８ ４．１９

地区特征变量

迁移距离 流入地到户籍所在地距离/千米 ２．６８ ０．３２
流入地平均房价水平 商品房平均价格水平/(元/平方米) ９．１３ ０．８６
流入地平均工资水平 流入地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元/月) ８．６４ ０．７５

　注:①为消除方差波动带来的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家乡宅基地现值、给老家所在地家人汇款金额、流入地平均房价水平、流入地平

均工资水平以及迁移距离均进行取对数处理.②以上六项均值和标准差均为取对数后均值和标准差.③CLDS问卷中包含流

入地城市信息和户籍所在地城市信息,本文据此计算流入地与户籍所在地的迁移距离.

４１１



第３期 韩　叙 等: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三、结果分析

　　１．原始社会资本对初次非正规就业影响的描述性分析

图２　进入城镇初期非正规就业获得途径

在乡城流动人口进入城镇的初期,均是在次级劳动

力市场从事非正规就业,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一阶

段,有５０１人通过同学好友介绍获得工作,占全部样本

总量的３１．８１％;４１７人通过亲戚介绍获得工作,占全部

样本总量的 ２６．４７％;随 后 依 次 是 其 他 关 系 人 介 绍

(２２．１６％)、个 人 直 接 申 请 (６．８６％)、职 业 机 构 介 绍

(３．７５％),通过其他途径(如互联网、人才招聘会等)获
得工作有１４１人,占全部样本总量的８．９５％.值得注意

的是,通过同学好友介绍、亲戚介绍以及其他关系人介绍获得非正规就业的乡城流动人口总共为

１０２６人,占全部样本总量的８０．４５％.这说明,原始社会资本是乡城流动人口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主要

途径,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要求较低,无需复杂招聘方式,这种非正式途径成为多数乡城

流动人口进入城镇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虽然有五分之四的乡城流动人口通过原始社会资本实现

非正规就业,但仍有１９．５５％的乡城流动人口通过个人申请、职业机构介绍、互联网、人才招聘会等途

径进入非正规就业,这是由于随着乡城流动人口年轻一代比例的提升,工作搜寻方式也日渐多样化,
从单一的“人脉方式”向多元化的求职方式转变.进入城镇初期非正规就业获得途径见图２.

２．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分析

(１)模型结果.本文将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决策分为四种类型:个人先行、夫妻同行、若干批次

先行以及举家迁移,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各迁移决策存在较强的排序关系,
代表定居可能性的强弱,因此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来量化分析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之间关系.模型

设定形式如下:

Modei＝α０＋α１Sci＋α２Xi＋μi (１)

Modei＝β０＋β１Psci＋β２Xi＋νi (２)
式(１)和(２)中,Modei 表示第i人的迁移模式;Sci 代表第i人新型社会资本;Psci 代表第i人原

始社会资本;Xi 代表第i人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地区特征变量;α０、β０

为截距项,α１、β１ 分别表示新型社会资本、原始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系数;α２、β２ 为各类控制变

量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系数;μi、νi 分别为随机扰动项.模型结果见表４.
回归１~３是新型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回归４为原始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回归

１只控制了新型社会资本与个人特征变量,回归２加入家庭特征变量,回归３再次加入地区特征变

量.模型整体运行效果良好,从回归１到回归３,PseudoR２值逐渐提高,Wald卡方值在１％水平上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稳健性良好.由分析结果可知,原始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影响并不显著,新型

社会资本在１％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验证了假设 H１.由于原始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由亲戚、
亲朋好友和同乡构成的社会网络,这种“同侪效应”的存在使得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更多表现为

一种“穷人的资本”[３４],此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乡城流动人口整个家庭的迁移.在适应非正

规就业阶段后,乡城流动人口会通过“干中学”“学习效应”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并拥有新型社会资

本.与原始社会资本相比,新型社会资本在社会地位、职业声望以及对乡城流动人口提供帮助作用方

面要远远高于原始社会资本,进而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正向影响会更加明显.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受教育程度、技能证书数量、职业类型、是否有子

女处于受教育阶段、家庭收入水平、流入地平均工资水平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家庭人口规模、家乡宅基地现值、给老家所在地家人汇款数额等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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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的回归结果 N＝１５７４

变量类型 回归１ 回归２ 回归３ 回归４

解释变量 新型社会资本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１２５)

原始社会资本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６６１)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２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２４２)
０．１２２５∗∗∗

(０．０２３７)
０．１１６５∗∗∗

(０．０２７７)
０．１２８３∗∗∗

(０．０２５４)

技能证书数量 ０．１６５３∗∗∗

(０．０４４１)
０．１５７８∗∗∗

(０．０４３２)
０．１５４１∗∗∗

(０．０４３７)
０．１５５３∗∗∗

(０．０３３８)

家庭特征变量

是否有子女处于
受教育阶段

０．５１２２∗∗∗

(０．０６２６)
０．５０１３∗∗∗

(０．０５９１)
０．５０５３∗∗∗

(０．０６０１)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３５６６∗∗∗

(０．０２４９)
０．３３５９∗∗∗

(０．０２６８)
０．３４５６∗∗∗

(０．０２５８)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１２４１∗∗∗

(０．０３５６)
０．１６１２∗∗∗

(０．０３１６)
０．１６７２∗∗∗

(０．０３５７)

家乡宅基地现值 －０．１３４１∗∗∗

(０．０３７６)
－０．１２３５∗∗∗

(０．０３５１)
－０．１２０５∗∗

(０．０４１２)

给老家所在地
家人汇款数额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７９)

迁移距离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４０９)

地区特征变量
流入地平均房价水平

－０．１２１７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９１９)
０．６７７９∗∗∗

流入地平均工资水平 ０．６６５６∗∗∗

(０．２０５８)
－０．０３５８
(０．２０７９)

PseudoR２ ０．１２１５ ０．１６４６ ０．１７５５ ０．１６８７
Waldchi２ ９６．６２ ５７７．４９ ５９６．７８ ６０８．６６

　　(２)内生性检验.新型社会资本和家庭迁移之间很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新型社会资本影响

家庭迁移模式,而家庭迁移模式也会因为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促进新型社会资本的获

得[３５].为了克服这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使用IVＧOprobit模型对估计结

果进行进一步验证,具体而言,以县为单位,计算样本数据中乡城流动人口当地亲密朋友平均个数(不
含该家庭).该变量的合理性在于:根据社会同质性理论,乡城流动人口的交友过程具有选择性[１５],
相似的人往往会在交友时做出相似的选择[３６],在当地亲密朋友平均个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家庭

新型社会资本.其他家庭中新型社会资本不会对本家庭迁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工具变量外生

性的构造方法在研究中较为普遍[３７].
采用两步法对参数进行估计.第一阶段,把内生解释变量新型社会资本对工具变量和外生解释

变量作最小二乘回归,得到潜变量Sc∗
i 的拟合值Sc

∧
∗
i ,第二阶段,将 Modei 对潜变量拟合值、残差、外

生解释变量作有序Probit回归,如下所示:

Sc∗
i ＝η０＋η１Zi＋η２Xi＋ξ (３)

Sc
∧

∗
i ＝η

∧

１Zi＋η
∧

２Xi (４)

Modei＝β∗Sc
∧

∗
i ＋γXi＋εi (５)

式(４)~(５)中,∧表示变量拟合值或参数估计值,Zi 为工具变量,ξ为随机误差项.通过这两

个阶段的回归得出β∗ 的一致估计.
表５给出IVＧOprobit模型一阶段回归结果,即,工具变量和外生解释变量对新型社会资本的回

归结果.流入地平均亲密朋友个数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印证了前文的猜想: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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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朋友平均个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家庭新型社会资本.控制全部变量后,一阶段回归中新型

社会资本工具变量系数在１％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 统计量为２４．１３,可以证明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
表５　IVＧOprobit模型一阶段回归结果 N＝１５７４

变量类型 回归５ 回归６ 回归７

流入地平均亲密朋友个数

(不含该家庭)
０．５５３９∗∗∗

(０．０８９２)
０．５３５２∗∗∗

(０．０８５５)
０．５１２１∗∗∗

(０．０９４３)

个体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特征变量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１７０８ ０．１７５８ ０．１７６４

F 值 ４７．５５ ３８．７５ ２４．１３

表６　ⅣＧOprobit模型二阶段回归结果

N＝１５７４
变量类型 回归８ 回归９ 回归１０

Sc
∧

∗i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９５)
个体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特征变量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０２０８ ０．１５４１ ０．１６４７
Waldchi２ ９３．００ ５６０．０３ ５９４．３９

　　表６为IVＧOprobit二阶段回归结果,在第二阶段,

控制所有变量后,Sc
∧

∗
i 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系数在５％水

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将IVＧOprobit模型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系数相比较可发现,

IVＧOprobit模型中,第二阶段回归系数明显小于有序

probit模型回归系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双向因

果效应有关,也与遗漏变量有关.但是,IVＧOprobit模

型再次证明,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产

生正向影响.

３．更高层次非正规就业在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对于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形,用Bootstrap逼近系数乘积统计量分布的中介

效应检验是较为稳健的方法[３８Ｇ３９].而对于中介变量为连续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分类变量时,此种情形

下的中介效应检验理论在目前文献中较少有具体研究[４０],为此,本文借鉴学者郑馨等给出的检验方

案[４０],运用学者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４１],并运用Bootstrap逼近系数乘积统计量分布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于层级回归方法而言,分别建立新型社会资本对家庭迁移、新型社会资本对更高层次非正规就

业影响的回归模型.

Modei＝α０＋α１Sci＋α２Xi＋μi (６)

Incomei＝β０＋β１Sci＋β２Xi＋μi (７)

Modei＝γ０＋γ１Sci＋γ２Incomei＋γ３Xi＋μi (８)
式(６)~(８)中,Modei 表示第i人的迁移模式,Sci 表示新型社会资本,Incomei 代表更高层次非

正规就业的代理变量———收入水平,Xi 为所有控制变量,μi 为随机扰动项.
中介效应模型估计回归结果见表７,回归１１结果显示,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前文估计结果一致.回归１２结果显示,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收入水

平在１％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回归１３中,同时控制新型社会资本和收入水平后,新型社会

资本与收入水平均表现出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正向影响,且在１％水平上显著.根据中介效

应检验程序,首先α１ 检验结果显著,其次β１、γ２ 检验结果显著,最后γ１ 的系数同样显著.说明收入水

平的中介效应成立,且为部分中介效应.根据计算结果,中介效应占比为０．２５９３,这意味着新型社会

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效应中有２５．９３％的比例来自收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验证了新

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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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N＝１５７４
变量类型 回归１１(家庭迁移) 回归１２(收入水平) 回归１３(家庭迁移)

解释变量 新型社会资本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１２)

中介变量
更高层次非正规就业
(代理变量:收入水平)

０．２５９３∗∗

(０．１１０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２１５５ ０．２１８２ ０．３０１５

表８　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

迁移的直接作用检验结果

自变量
直接作用

系数 标准差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新型社会资本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８
表９　更高层次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

资本与家庭迁移的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 中介作用
Bootstrap法

９５％置信区间

更高层次
非正规就业

系数 标准差 下限 上限

(代理变量:
收入水平)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４

　　对于Bootstrap方法,选取Preacher等推荐的中介

效应检验程序[３８],该方法可以直接检验中介作用系数

的显著性,清晰揭示第三方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中的

中介效应[４２],有效避免“遮掩效应”.检验方法采用

SPSS２２．０软件和Preacher开发的SPSS宏(即Process
程序),重复抽样次数为５０００次,用第２．５百分位数和

９７．５百分位数来估计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

间不包括０,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见表８、表９.
根据表８结果,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

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５％水平上通过显著检

验,H１假设得到验证,进一步证实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和可靠性.根据表９,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BootＧ
strap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０３２,０．００５４],置信区间不包括０,表明更高层次非正规就业的中介效应显

著,进一步验证了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也进一步验证了 H２假设:新型社会资本通过影

响乡城流动人口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新型社会资本®更高层次非正规就

业®家庭迁移”逻辑链条得以证实.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CLDS２０１４年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在乡城流动人口进入城镇非正规就业初期阶段效果明显,但是对于家庭迁

移影响并不显著,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对家庭迁

移的影响并非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实现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来实现,即新型社会资本通过更高层次

的非正规就业促进了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研究发现,乡城流动人口可通过社会资本转换实现更高就业层次的转换,最终实现家庭迁移.这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为寻求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提供了政策指导价值.乡城流动人口简单多次

的职业流动并不会实现家庭迁移,在通过“干中学”“学习效应”积累更多新型社会资本后,通过突破社

会结构制约,获得更好的职业流动和职业发展机会,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最终促进乡城

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为此,一方面,应当重视乡城流动人口通过新型社会资本实现向上流动的可

能性,注重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通过成立流动人口工会、搭建社交平台等途径,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

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另一方面,对于乡城流动人口自身而言,应当意识到职

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在城镇立足的重要性,提高自身专业技能水平和文化水平,并加强与当地人的交往

以及社会参与,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实现家庭迁移争取更多机会.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

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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